
杜甫困居长安初始时间新考

———兼论天宝五至七载杜诗的重新系年

王新芳　 　 孙　 微

　　摘　要：旧注将开元二十四年“忤下考功第”作为杜甫“快意八九年”的起点，由此后推九年，遂得出天宝五载

入长安的结论，“困居长安十年”之说便由此衍生而来，实际上这一推算起点并不精准。 另有学者主张将“快意八九

年”的推算起点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二十年，其论亦难以成立。 最新研究表明，杜甫未曾参加过天宝六载的“野无

遗贤”考试。 旧注将《饮中八仙歌》等诗系于天宝五载，是因受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之成见的影响，今重新检视系于

天宝五六载之诗，可以发现其系年依据均不能成立，需要重新加以厘定。 通过《奉寄河南韦尹丈人》“青囊仍隐逸，
章甫尚西东”可知，天宝七载以前杜甫还未定居长安，而是在偃师、洛阳附近隐居或漫游，其定居长安当在天宝七八

载之交，则“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应为开元二十九年，因此学界相沿已久的“困居长安十年”之说并不能成立，
相应地，过分强调杜甫思想性格中执着仕进一面的做法亦当引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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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一般认为，杜甫于天宝五载（７４６ 年）入长

安，至天宝十四载（７５５ 年），前后困居长安长达十年

之久，此种认识目前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并得到广

泛流传。 然而通过考察杜甫初入长安时间，推原此

说之来由及其依据，就可发现对“困居长安十年”说
仍有重新检视之必要。 兹不揣谫陋，试作考辨如下。

一、杜甫天宝五载初入长安说的
推算逻辑与当代学界的质疑及再反思

　 　 杜甫在《壮游》一诗中提及自己初入长安的时

间，为方便论述，兹将此诗前半篇引出：
　 　 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
我似班扬。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

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

茫茫。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

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 剑池石

壁仄，长洲芰荷香。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

秦皇。 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越女天下白，
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气劘屈贾垒，目
短曹刘墙。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放荡齐

赵间，裘马颇清狂。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

鹙 。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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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许与必词伯，赏
游实贤王。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 天子废

食召，群公会轩裳。 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黑貂宁免敝，斑鬓兀称觞。 杜曲晚耆旧，四郊多

白杨。 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朱门任倾夺，
赤族迭罹殃。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 举隅

见烦费，引古惜兴亡。［１］１７３６－１７４１

诗中“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是对杜甫初入

长安时间的唯一记载，那么杜甫究竟何时入长安，所
谓“快意八九年”应从何时算起呢？ 在宋人所撰年

谱中，赵子栎及鲁訔《年谱》均未载天宝五载入长安

之事，杜甫入长安后的事迹均是从天宝六载（７４７
年）应诏退下开始记起，这种情况直到黄鹤方稍有

所改变，其《年谱辨疑》曰：“《今夕行》云：‘咸阳客

舍无一事’，乃西归时诗……《壮游》诗云：‘赏游实

贤王’，盖在西归咸阳之后。” ［２］又于《赠李白》题注

曰：“按，公《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快意八九载，西归到咸阳。’则归京师在天宝四五

载。” ［２］可见，黄鹤并未明确杜甫初入长安时间到底

是天宝四载（７４５ 年）还是天宝五载，这是因为杜诗

中“快意八九年”这种表述本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

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于是黄氏从开元二十三年

（７３５ 年）应进士考试往后推八九年，遂得出天宝四

五载入长安的结论。 其后的注家基本承继了黄鹤此

说，且逐渐摒弃了天宝四载说，将杜甫初入长安的时

间确定为天宝五载，如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曰：“天
宝五载丙戌，公归长安。” ［３］２５由宋迄今，杜诗学界

大致都认可此种说法，于是一些杜甫传记和《中国

文学史》教材中遂出现“困居长安十年”的说法。 随

着文学史教材的广泛传播，目前“长安十年”说已变

得家喻户晓，然而推原此说产生的来龙去脉，便可以

发现该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将杜甫开元二十三

年或二十四年（７３６ 年）应进士考试作为“快意八九

载”的起点，这种推算方法并无充分的理由，只是大

致如此的推断，且未与后文关联起来进行通盘考量，
故以此为基点后推八九年，得出天宝五载“西归到

咸阳”的结论，便不一定准确。
因为杜甫“西归到咸阳”的时间只能通过《壮

游》进行大致推算，而诗中又无明确记载，故黄鹤将

开元二十三年“忤下考功第”作为“快意八九年”的
起点，这种算法有不得不如此之苦衷。 不过从开元

二十三年往后推八九年应为天宝二载（７４３ 年）或天

宝三载（７４４ 年），并不能推至天宝五载，可见黄鹤的

推算起点是存在问题的。 然而，后世注家对其推算

的合理性并未进行过质疑，直至当代，学界方开始出

现反对声音。 如胡永杰认为，旧注将“快意八九年”
定为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五载，这个时段为期十年，
减去其间杜甫归居洛阳的几年则为五六年，都与

“八九年”不合。 因此，他主张把“快意八九年”释为

开元二十年（７３２ 年）杜甫 ２１ 岁时始游吴越至开元

二十八年（７４０ 年）２９ 岁时归居东都、筑土娄庄之间

的壮游之事，更为妥当［４］ 。 近来王炳文又提出：“杜
闲去世及杜甫长达两年多的父丧，正在这个时间段

内。 此外，杜甫在这八九年间还失去了二姑母小裴

杜氏、继祖母老杜卢氏，家族连遭变故。 将为父服丧

和家族变故称为‘快意’时光，休说是杜家这样礼法

森严的中古大族，即便普通百姓，也断不会如此荒

唐。 因此，以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载为‘快意八

九年’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５］ 因此，他主张将

“快意八九年”对应为开元十八年（７３０ 年）杜甫科

场失意至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 年）杜闲去世，这比胡

永杰的推算还要早两年。
以上二说均对黄鹤的推算起点进行了质疑，主

张将推算起点移至“忤下考功第”之前，这无疑是一

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大胆想法。 但此种做法虽然能够

避开父亲杜闲、二姑母、继祖母卢氏之死，然从《壮
游》上下文考量，诗中不仅并未提及开元十八年参

加科考之事，且“快意八九年”与前面的“东下姑苏

台”距离过远，中间历叙漫游吴越、参加开元二十三

年进士考试、漫游齐赵、梁宋等事，恐非“八九年”所
能囊括。 另外，通过杜甫的《昔游》 《遣怀》及李白、
高适的相关诗歌可知，杜甫天宝三四载确实曾与李

白、高适漫游齐鲁和梁宋，这段经历完全可与“快
意”相对应，这表明“快意八九年”应包括天宝三四

载的漫游在内，然而这又与胡、王二人提出的开元二

十年至开元二十八年（７３２—７４０）、开元十八年至开

元二十七年（７３０—７３９）两个时段完全不搭界，可见

将“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大幅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

二十年的做法存在难以解释或不够周全的问题。 另

外，从诗内的叙述距离来看，“快意八九年”二句距

下文“奏赋入明光”非常近，中间只隔“许与必词伯，
赏游实贤王”二句，则其“西归到咸阳”之时应距天

宝十载（７５１ 年）献《三大礼赋》并不算远。 由此再

反观黄鹤等旧注家将“西归到咸阳”定为天宝五载，
便觉得似乎将杜甫入长安的时间定得稍早，因为此

时距离天宝十载献赋尚有五年时间；胡永杰、王炳文

主张将“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前移至开元二十年或

开元十八年漫游之始则又显得太早，与“快意”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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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隔实在有些过长。
总之，旧注将“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定为开

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杜甫应进士考试之时并

没有确凿的证据，当代学者主张将“快意八九年”的
推算起点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二十年，其论与杜诗

亦不能完全契合，因而也难以成立。 因诗中所云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与“曳裾置醴地，奏赋入

明光”距离较近，似可考虑将杜甫西归长安的时间

由天宝五载后移数年，更靠近天宝十载一些，至于移

动的幅度，笔者以为移至天宝七载（７４８ 年）年末至

天宝八载（７４９ 年）年初为妥，其理由详见下文。 这

样一来，以天宝七八载之交为基点往前逆推八九年，
则可知杜甫“快意八九年”的起点应为开元二十八

年（７４０ 年）或二十九年（７４１ 年）。 因其入长安为天

宝七八载之交，故杜甫在诗中只能模糊地说“八九

年”。 《祭远祖当阳君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寒食，
杜甫“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恰与此时间点重叠。
王炳文指出杜甫在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五载这个时

段中先后有父亲杜闲、二姑母杜氏、祖母卢氏等亲人

去世，这十年根本谈不上什么“快意”，实际上杜甫

所谓“快意”可以理解成仅是针对漫游而言，并不能

与亲人离世对立来看。 因有亲人离世而将“快意八

九年”的起点大幅前移至开元十八年的做法有主观

臆断之嫌。 且《壮游》诗中并未提及开元十八年漫

游郇瑕之事，只提到开元十九年（７３１ 年）“东下姑苏

台”，可见将开元十八年作为“快意八九年”的起点，
在《壮游》诗本身中也难以找到自洽之依据。

另外，此前学界一般认为杜甫参加了天宝六载

的“野无遗贤”考试，这也成为其天宝五载初入长安

的另一重要证据。 因此，考察杜甫是否参加过天宝

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便成为研究杜甫初入长安

时间的又一重要连带问题。 关于天宝六载“野无遗

贤”考试的情况，《册府元龟·帝王部·求贤第二》
《资治通鉴》《新唐书·李林甫传》等文献均有记载。
从现有资料看，盛唐文人中只有元结在《喻友》中记

载了参加此次考试的始末：
　 　 天宝丁亥中（即天宝六载），诏征天下士人

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 相国晋公林甫以

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
“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

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

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如吏部试诗赋论策。 已而布

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
元子时在举中，将东归。［６］

此外，元结《箧中集》载沈千运《濮中言怀》曰：
　 　 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 人生各有志，在
余胡不激。 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 衰退当

弃捐，贫贱招毁讟。［７］

沈千运诗中“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便是

针对天宝六载“野无遗贤”事而发出的感愤之言。
由此可知，其与元结一起参加了此次考试，并同样遭

到罢斥。
但杜诗中并无杜甫参加过天宝六载“野无遗

贤”考试的记载，亦无其早年与元结、沈千运等人交

往的痕迹。 杜诗学界认为杜甫参加了此次考试的证

据，主要是《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相关表述：
　 　 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宾。 不得同晁错，吁
嗟后郤诜。 计疏疑翰墨，时过忆松筠。 献纳纡

皇眷，中间谒紫宸。 且随诸彦集，方觊薄才伸。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

酸辛。［１］１７６－１７７

从所写内容看，杜甫在向鲜于仲通述说自己的

经历时提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乡赋忝嘉宾”，也即

开元二十四年参加乡贡进士考试之事；第二件是

“献纳纡皇眷”，即天宝十载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

所赏。 中间并未提及自己曾参加天宝六载“诏天下

有一艺者诣阙就选”的制科考试。 此外，杜甫在“破
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四句明确交代了自己献赋受赏却未授官，正是由于

李林甫的“忌刻”。 但因旧注家未能找到天宝十载

李林甫“忌刻”文士的史实，故而只能以天宝六载的

“野无遗贤”事释之，历代注家多将“破胆遭前政，阴
谋独秉钧。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数句解读为

杜甫曾参加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被李林甫

斥落。
笔者近来详究《册府元龟·贡举部（五）·考

试》所载天宝十载九月怀材抱器举人“通场下第”之
事，发现这才是“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 微生沾

忌刻，万事益酸辛” ［８］ 四句诗的真正背景。 正是由

于旧注家的误注，才导致后人误以为杜甫曾参加过

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其实此事并不存在。
卢多果在《杜甫应天宝六载制举事质疑———兼论天

宝中杜甫的行止》一文中指出，无论在当时、稍后还

是很久以后，杜甫自述入长安后的经历时，均未提到

过参加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这应非杜甫故意

省略，而是从未发生［９］ 。 卢文还指出，杜甫在《进三

大礼赋表》中向玄宗述说自己的经历时，亦未提及

天宝六载参加制举之事。 杜甫上表之时距天宝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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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相隔三年，倘若他曾经参加此次制举，何以要冒欺

君之罪称自己“静无所取”呢［９］ ？ 显然杜甫并未参

加过此次制举。 李煜东《杜甫天宝六载应制举说献

疑》一文通过辨析宋人赵子栎、鲁訔、黄鹤等人相关

说法之依据，梳理了天宝六载应制举说在宋代的生

成过程，并通过重检相关史料与杜诗，否定了杜甫应

天宝六载制举之事［１０］ 。
综上所述，后世注家将《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

辛”数句解读为杜甫曾经参加天宝六载“野无遗贤”
考试是明显的误读，这种误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响。 实际上，杜甫并没有参加过这场考试，当然亦无

应诏退下后定居长安之事，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的

另一重要侧证被排除。
还需指出的是，通过杜诗中描写定居长安的内

容并不能确定杜甫初入长安的时间。 杜集中最早表

现定居长安的诗歌，目前均系于天宝十三载（７５４
年）。 如《夏日李公见访》：“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

游。 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 傍舍颇淳朴，所须亦

易求。 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 墙头过浊醪，展席

俯长流。 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 巢多众鸟斗，叶
密鸣蝉稠。 苦遭此物聒，孰谓吾庐幽。 水花晚色静，
庶足充淹留。 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 ［１］３０８－３０９

此外，还有天宝十三载秋所作《秋雨叹三首》其三：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 老夫不出长

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 ［１］２７０ 《九日寄岑参》：“沉
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 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

就。” ［１］２５８以上这些诗句虽能说明杜甫已定居长

安，却均作于天宝后期。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

笺》据以上诗歌认为，杜甫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城南

之下杜城，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１１］ 。 这种判断其

实并不准确，只能说大致如此，这是因为杜诗中明确

记载定居长安的诗篇并不能够准确反映其定居长安

的初始时间。 从《杜位宅守岁》和《秋述》等诗可知，
天宝十载除夕杜甫在杜位家守岁，天宝十载秋“杜
子卧病长安旅次” ［１］２６７２。 可见，天宝十载杜甫曾借

宿亲戚家中或在长安寓居旅馆。 《白丝行》云：“君
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仇注：“此诗当

是天宝十一二载间客居京师而作，故末有‘忍羁旅’
之说，当依梁氏编次。” ［１］１７９ 《杜甫全集校注》亦承

袭了仇氏此说。 若果真如此的话，杜甫天宝十一二

载尚在“忍羁旅”，在长安城内似乎还没有自己的居

所。 因此，试图依据杜甫有关定居长安的诗句推导

出其初入长安的时间，这一思路是行不通的。

二、编于天宝五载杜诗系年
依据的重新检视

　 　 在《杜诗详注》《杜甫全集校注》等权威注本中，
系于天宝五载的杜诗有《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

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郑驸马宅宴洞中》 《赠特进

汝阳王二十二韵》《饮中八仙歌》《今夕行》六首。 旧

注之所以将这些诗歌系于天宝五载，也是因为先有

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之成见，而上述诗歌被认为是

初入长安所作，故系于是年。 然而如上所论，既然杜

甫天宝五六载并不在长安，那些目前系于这两年的

杜诗，其编年便值得引起怀疑，需要重新考察这些诗

歌系年的确切依据，以下分别论之。
１．《饮中八仙歌》的系年依据

《饮中八仙歌》赞美李适之云：“左相日兴费万

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１］１０３诗中

“衔杯乐圣称避贤”句乃是来自李适之罢相后所作

之诗，因此这成为考知《饮中八仙歌》作年唯一的时

间线索。 《旧唐书·李适之传》记载：
　 　 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 遽命亲故欢

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

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贬

宜春太守……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

而死。［１２］３１０２

黄鹤注云：
　 　 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权道编在

天宝十三载。 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已薨，贺知

章云天宝三载，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

二年，并已死。 此诗当是天宝间追旧事而赋之，
未详何年。［２］

黄鹤已注意到杜甫此诗写作时八仙中已卒四人

之事实，但并不能据李适之罢相及卒年来判断此诗

之作年，故笼统地称此诗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作，其
论实属严谨。 《杜甫全集校注》云：“适之罢相在天

宝五载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

后。” ［１３］１３６此论虽大致不差，然“最早”二字却无必

要，应该删去。 《杜甫大辞典》云：
　 　 据新、旧《唐书·李适之传》及《玄宗纪》，适
之罢相在玄宗天宝五载（７４６）四月，则此诗最早

亦必作于五载四月之后，时杜甫初至长安。［１４］８

如上所论，李适之的罢相时间只能作为判断此

诗作年的一个参考线索，说明此诗必作于天宝五载

四月之后，但《杜甫大辞典》“时杜甫初至长安”之说

６４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０ 期



显然是据此线索将《饮中八仙歌》系于天宝五载本

年，此种看法有些欠妥。
李适之罢相后，于次年（天宝六载）正月在宜春

太守任上服毒自尽。 与此同时，韦坚、皇甫惟明、柳
勣、裴敦复、李邕、杨慎矜等人皆被构陷致死，天下为

之侧目，皆慑于李林甫淫威噤声不敢言。 揣之情理，
杜甫断不敢在此时冒着生命危险写诗歌颂李适之。
李林甫卒于天宝十一载（７５２ 年）十一月末，故梁权

道将《饮中八仙歌》编于天宝十三载自有其道理，杜
甫在天宝十二载（７５３ 年）所作《奉赠鲜于京兆二十

韵》中敢于控诉李林甫“阴谋独秉钧”也是同理。 还

可作为侧证的是：天宝六载春，李邕在北海太守任上

被李林甫派监察御史罗希奭杖杀，杜甫对此亦缄默

无语，直至大历元年（７６６ 年）在夔州作《八哀诗·赠

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方才为李邕鸣冤叫屈，其中

云：“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 ［１］１６８９ “坡陀青州

血，芜没汶阳瘗。” ［１］１６９２如此看来，《饮中八仙歌》
不作于天宝五载明矣，将其编年移至天宝十二载李

林甫去世以后较为合理。
近来戴伟华先生《杜甫乾元元年的创作》一文

提出，将《饮中八仙歌》系于天宝五载、天宝十三载

都没有依据，此诗最有可能作于乾元元年（７５８ 年）
春天，因为作左拾遗的杜甫此时有充裕的时间来完

成此诗［１５］ 。 其论亦值得引起关注，表明学界对《饮
中八仙歌》的编年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２．《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之作年考

仇兆鳌将《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编于天宝五载，《杜甫大辞典》《杜甫全集校注》皆从

之。 《旧唐书·孔巢父传》记载：
　 　 巢父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
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 永

王璘起兵江淮，闻其贤，以从事辟之。 巢父知其

必败，侧身潜遁，由是知名。［１２］４０９５

《新唐书·孔巢父传》记载：
　 　 少力学，隐徂来山。 永王璘称兵江淮，辟署

幕府，不应，铲迹民伍。 璘败，知名。［１３］５００７

可见，史籍中并未记载孔巢父天宝间在长安的

经历，因此亦无从确定其离开长安的具体时间。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引师曰：“巢父与李白友善，李
白时在江东，巢父欲寻之，问李神仙之术，遂以病辞

朝廷，游江东，故云‘掉头不肯住’。” ［１６］这里所云孔

巢父“以病辞朝廷”显然是根据杜甫此诗题目中的

“谢病”二字敷衍而成，并无史料支撑。 朱鹤龄注

曰：“按史，巢父以辞永王璘辟署知名，广德中，始授

右卫兵曹参军。 此诗乃天宝中公在京师作，意巢父

尝闲游长安，辞官归隐，史不及载。” ［３］４８然据两唐

书，孔巢父于天宝间并未有任官职的记载，从杜诗所

载来看，此次孔巢父“掉头不肯住”之根本原因是在

长安求仕一无所成，对朝廷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之情，
遂决意离开，仿效李白，游仙避世，“谢病”只是托词

而已。 另外，杜甫在《杂述》中亦侧面记录了孔巢父

在长安的遭遇，可补史传之阙，其云：
　 　 凡今之代，用力为贤乎？ 进贤为贤乎？ 进

贤为贤，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聪明

深察，博辩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令问不已，任
重致远，速于风飙也。 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

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 岂东

之诸侯深拒于汝乎？ 岂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

也？ 由天乎？ 有命乎？ 虽岑子、薛子引知名之

士，月数十百，填尔逆旅，请诵诗，浮名耳……嗟

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 泰山冥冥崒

以高，泗水潾潾弥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

王 镐 之 京， 载 饮 我 浊 酒， 载 呼 我 为

兄？［１］２６７１－２６７２

从文中所记可知，孔巢父和张叔卿寄居在长安

的“逆旅”中，甚至连温饱都得不到保证，可见其并

未在长安获得官职，朱注“辞官归隐，史不及载”之

说不能成立。 《杂述》之作年不可知，林继中据文中

的“泰山”和“泗水”，以为杜甫开元二十四至二十八

年游齐赵时在山东所作［１７］ 。 此说不确，《杂述》中
提到巢父在长安的狼狈情状，显然并非作于山东，而
应作于长安，文中提及“太山”和“泗水”，应是回忆

自己当年和孔巢父等人在齐鲁一起游历的旧谊。 刘

开扬《杜文窥管续篇》一文认为《杂述》与《送孔巢父

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乃同时先后之作［１８］ ，合两

篇诗文对读，其说庶几近之。 《杂述》虽作于长安，
亦可大致确定其与《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

白》作于同时，但其作年仍不好确定。 对此，王辉斌

在《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一文指出：
　 　 孔巢父此行与张叔卿到长安后，曾以诗干

谒过岑参、薛据二人，因无果而还，杜甫即写是

文以送之。 按岑参、薛据二人的宦历……岑参

天宝五载进士及第，旋解褐为右内率府兵曹参

军，天宝八载赴安西幕府，十载还长安为右补

阙，十三载任大理评事，再赴边塞，于唐肃宗至

德二载始还。 薛据天宝六载登进士第，旋外授，
天宝十一载还长安，任大理司直。 根据岑参与

薛据在天宝年间的供职概况，知孔巢父与张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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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在长安以诗干谒二人者，是必在天宝十一载

至十三载之间的，因为天宝六载二人固然均在

长安，但斯时一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一始及

第，皆不能作为孔、张干谒之对象。 而天宝十一

载至十三载，杜甫亦正在长安。 这就足以表明，
《杂述》的作年是必在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之

间的。［１９］

杜甫《杂述》中曾提到岑参和薛据带着很多知

名之士去孔巢父的逆旅请其颂诗之事，王先生便通

过考察岑、薛在天宝间的行止判断这三人的交集必

在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之间。 此外，他还结合李白

天宝末年的游踪，认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

呈李白》的作年为天宝十三载，其论可参。 若再联

系巢父拒永王李璘之辟之事与李白在江东的时间，
将《杂述》与《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这
两篇诗文系于天宝后期的合理性无疑要远大于天宝

前期，旧注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杜甫初入长安之时

没有任何依据，或亦受到天宝五载初入长安说的影

响，故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不能成立。
３．《郑驸马宅宴洞中》之系年问题

旧注将《郑驸马宅宴洞中》编在天宝五载或天

宝六载夏，而将《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笼统地编于

天宝之末、安史乱前。 按，杜甫与郑氏家族的交往时

间并不见得有这么早。 然而倘若我们知道杜甫初入

长安后数年间并未定居长安，则其与郑潜曜、郑虔的

交往恐怕并非在天宝前期，而极有可能是在天宝后

期。 此前笔者曾指出，杜甫为郑潜曜所作《唐故德

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中临晋公主云：“自我之

西，岁阳载纪。”据此可知此碑当作于天宝九载（７５０
年），黄鹤、朱鹤龄等将此《神道碑》编于天宝四载有

误［２０］ 。 从碑文中“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

林”之语，可见杜甫在郑潜曜家做客的时间应为天

宝九载前后，杜甫与郑氏家族的交往当在此时，《郑
驸马宅宴洞中》《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等与郑潜曜

交往的诗歌亦很有可能作于同时。
此外，我们还可以将杜甫与郑虔的交往时间作

为判断《郑驸马宅宴洞中》写作时间的旁证。 杜甫

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唐会要·广文

馆》曰：“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

者。 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 以郑虔为博

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 ［２１］ 又《集贤注记》曰：
“天宝十三载八月戊申，杨冲、綦毋潜迁广文博

士。” ［２２］由此可知，郑虔卸任广文馆博士是在天宝

十三载。 既然在诗题中已称“郑广文”，则《陪郑广

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应作于天宝九载至十三载之

间，这个区间的上限与《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

道碑》的作年相同。 洪业先生曰：“我倾向于认为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写于 ７５１ 年（天宝十载）
晚春。 ……《重过何氏》五首可能作于 ７５２ 年（天宝

十一载） 春天。” ［２３］ 其说庶几近之。 此外， 《醉时

歌》作于天宝十三载春，亦为天宝后期。 倘若杜甫

天宝五载已经结交了驸马郑潜曜，则其与郑虔之相

识断不会延迟到八年以后的天宝十三载，因此笔者

以为《郑驸马宅宴洞中》的作年与《唐故德仪赠淑妃

皇甫氏神道碑》的作年相近，亦作于天宝九载前后。
总之，杜甫与郑氏家族成员的交往大致在天宝九载

以后，《郑驸马宅宴洞中》并不一定作于天宝五六

载，其作年应后移至天宝九载以后。 这样一来，即便

像《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这样不能确定编年的诗

歌也便有了一定的参照和依据。
４．《春日忆李白》之系年再考

宋人黄鹤将《春日忆李白》系于天宝元年，此时

李杜二人尚未相识，其说显误。 清初顾宸《辟疆园

杜诗注解》首次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其曰：“五载

春，公归长安，白被放浪游，再入吴，此必五载春作

也。” ［２４］可见顾宸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的理由也是

认定杜甫是年已入长安，故系于此年之春。 此后仇

兆鳌、浦起龙以至《杜甫全集校注》均从其说。 《杜
甫全集校注》又曰：“渭北，渭水北岸，借指长安一

带，为甫所在。” ［１３］１０８ 杜诗中用“渭北”者仅有两

例，除了《春日忆李白》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

云” ［１］６５之外，另一例为《社日两篇》其二：“今日江

南老，他时渭北童。” ［１］２１１６或亦将此诗之“渭北”等
同于咸阳，亦等同于长安。 但如果将“渭北”理解为

实指而非泛指代称的话，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杜

甫正在渭水以北的某个县。 渭水在长安以北，杜甫

说身在渭北，则写诗时很有可能并不在长安城内。
不过杜甫天宝五载春并不曾有游渭北诸县的记载，
这样一来，将《春日忆李白》系于天宝五载春就失去

了必然的理由。
杜甫于天宝末年曾寄家奉先（今陕西蒲城），又

曾游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三川（今陕西

富县南），则诗中的“渭北”有可能是指这些地方。
而目前权威注本中《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三川观水

涨二十韵》《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诸诗均系于

天宝十载以后，以此来看，《春日忆李白》作于天宝

后期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强。 同样，《社日》中“他时

渭北童”之“渭北”亦可理解成实指而非代称。 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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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杜甫之父杜闲曾任奉天令，杜甫必曾前往探望，
则此“渭北”或是指奉天（今陕西乾县），而非长安。

还需指出的是，李白研究界一般将《梦游天姥

吟留别》系于天宝五载，认为是李白离开东鲁漫游

江东前所作，而杜甫《春日忆李白》恰恰提到了江

东，又同被系于天宝五载，故二诗之编年一直被认为

有着某种联动关系。 那么将《梦游天姥吟留别》系

于天宝五载的依据是什么呢？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

集评》于《梦游天姥吟留别》之解题曰：
　 　 《系年》系此诗于天宝五载，谓：“仇注《杜

少陵集·春日忆李白》诗下引顾宸曰：‘天宝五

载春，公归长安，白被放浪游，再入吴。’按杜甫

之去鲁在天宝五载秋……其归至长安似应在本

年冬季。 至白别东鲁诸公再游吴越，亦在是时。
翌年春，则已达会稽，故杜甫有诗怀之也。” ［２５］

郁贤皓亦曰：“此诗当是天宝五载（７４６）李白离

开东鲁南下会稽时告别东鲁友人之作。” ［２６］ 可见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系年亦受到杜诗注家顾宸的

影响，今将顾宸关于《春日忆李白》的系年依据推翻

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编年也应重新考量。 通过

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沙丘城下寄杜甫》可
知，李杜二人于天宝五载秋在兖州分手，当时李白似

乎尚未有遽游吴越的想法。 而天宝六载春他已到达

会稽，加之《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
应作于启程之前，故《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李
太白全集校注》均将《梦游天姥吟留别》系于天宝五

载冬，即来春漫游吴越之前。 但这样一来，与之编年

联动的《春日忆李白》因作于春天，便不可能系于天

宝五载了，故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主张应将

《春日忆李白》系年后移至天宝六载，而非五载［２７］ 。
综上所述，我们可做如下判断：《梦游天姥吟留

别》应作于天宝六载春，而非五载冬，当代两种李白

注本将此诗编于天宝五载乃是受清代杜诗注家顾宸

的影响。 顾宸将《春日忆李白》系于天宝五载春是

受宋人黄鹤的影响，且天宝五载春杜甫在渭北怀念

李白与李白游江东的时间难以吻合，故其判断明显

有误，不应将此作为判定《梦游天姥吟留别》作年之

依据。 另外，亦不必因《春日忆李白》提到“江东”便
将其作年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编年捆绑联动，从
而出现难以周延的矛盾和问题。 从李白游江东的行

迹来看，《春日忆李白》应作于天宝六载以后。
５．《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之系年

黄鹤将此诗系于天宝五六载之间，其曰：
　 　 《旧史》云：天宝初，终父丧，加特进，九载

卒。 《新史》 不言加特进，而梁权道编在十一

载，非。 盖让皇帝宪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
天宝三载，琎丧服方终，必其年二月封琳为嗣宪

王时并加琎特进。 此诗当在天宝五六载间。 公

《壮游》诗是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游齐赵

八九年，则归长安在天宝四五载间。 诗云“赏

游实贤王”，则从汝阳之游盖在天宝五六载间，
此诗作于其时。［２］

此后的注家大都沿袭黄鹤此说。 汝阳王李琎于

天宝三载（７４４ 年）加特进，卒于天宝九载，可见此诗

必作于天宝三载至九载之间。 而黄鹤认为此诗乃投

赠汝阳王李琎，即《壮游》所云“赏游实贤王”，又因

已有杜甫天宝五载初入长安之成见，故将其系于天

宝五六载。 然从逻辑上来说，此诗可系于天宝五载

至天宝九载之间的任何一年，系于天宝五载或六载

并不具有唯一性。 另外，黄鹤这种编年还存在一些

不够严密之处：第一，从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四载为

九年，至天宝五载为十年，这与“八九年”并不合；第
二，黄鹤顺推杜甫入长安的时间是 “天宝四五载

间”，而又推断此诗作于天宝五六载间，似有入长安

后再往后推一年之意，因只是约略言之，故未提理

由。 从诗中“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 樽罍临极

浦，凫雁宿张灯”看明显是秋季，杜甫这时已结束齐

赵之游，陶瑞芝据此认为杜甫“西归到咸阳”的时间

宜定于天宝四载秋，而非五载［２８］ 。 其说虽未必确

切，但从中亦可看到黄鹤系年存在不够严密之处。
６．《今夕行》之系年

《今夕行》曰：“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

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

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

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

万。”黄鹤注曰：“以‘咸阳客舍一事无’，当是天宝五

载自齐赵西归至咸阳时作。” ［２］ 黄鹤将此诗系于天

宝五载的理由，仍是根据“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

阳”，认为此诗乃杜甫初入长安所作，但实际上并无

确切依据。 通过此诗只能知道杜甫于某年除夕在长

安旅馆度过，将其系于天宝五载以至此后数年的除

夕均可，并不一定非得系于天宝五载本年。
总之，重新考察旧注中编于天宝五载的杜诗及

其系年依据，便可以发现大多数诗歌的编年并不可

靠。 黄鹤等旧注家将这些诗歌系于天宝五载的理

由，多是因已有天宝五载入长安之成见，核其事实，
并无实据。 相反，有更多证据表明，编于天宝五载的

许多诗歌极有可能作于天宝后期，而非前期。 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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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无天宝五载作于长安的诗歌，则其是年开始定

居长安之说便失去了支撑和依据。

三、目前系于天宝六载至天宝八载的
杜甫诗文编年重考

　 　 全面检视目前系于天宝六载至天宝八载的杜诗

后便可发现，系于这数年间的杜诗数量非常少，仅有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冬日洛

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等数

首，这种现象亦容易令人顿生疑窦，杜甫既已入长

安，为何反映长安生活的诗歌数量如此之少呢？ 如

今推翻杜甫曾参加过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这

种旧说之后，便可解除此事与某些杜诗的关联，并对

相关诗歌的编年重新加以考量。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云：“漂荡云天阔，沉埋日

月奔。 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 中散山阳锻，愚公

野谷村。 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１］８４ 仇兆鳌

曰：“诗云‘漂荡’‘沉埋’，又云‘归老任乾坤’，此必

天宝六载应诏退下后所作。” ［１］８４当代学界完全承

继了这种说法，如 《杜甫大辞典》 云： “天宝六载

（７４７）作，时在长安参加制举考试失意之后，故有

‘漂荡’、‘沉埋’、‘归老任乾坤’之语。” ［１４］７

杜诗旧注之所以如此系年，仍是因为注家认定

杜甫参加过天宝六载的考试，故而生硬地将此诗中

的某些语词和这次考试进行关联，遂得出偏颇不确

之论。 实际上“漂荡” “沉埋”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

泛泛的感慨，不必非得和天宝六载“野无遗贤”考试

相关联。 若此诗果真作于天宝六载的话，杜甫这时

才三十六岁，刚入长安一年，尚不至于说出“致君时

已晚”这样的丧气话来。 显然从语气来看，《赠比部

萧郎中十兄》并非作于刚入长安之初，而应作于更

晚时间。
杜甫天宝九载岁末所作《赠韦左丞丈济》曰：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 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

途。 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 ［１］９０天宝十载所作

《秋述》云：“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
知我处顺故也。” ［１］２６７２天宝十三载所作《渼陂西南

台》：“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 ［１］２２８天宝十四载

所作《上韦左相二十韵》云：“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

神。” ［１］２８１这些诗句都与“致君时已晚”的语意非常

相近，却均作于天宝后期，可见《赠比部萧郎中十

兄》的作年亦应大幅后移，置于天宝九载、十载以后

更妥。

又如《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曰：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 青囊仍隐逸，章
甫尚西东。 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 尊荣瞻

地绝，疏放忆途穷。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 牢落乾坤大，周流道

术空。 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 盘错神明惧，
讴 歌 德 义 丰。 尸 乡 余 土 室， 谁 话 祝 鸡

翁。［１］８５－８７

题下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
故有下句。” ［１］８５韦述撰《韦济墓志铭》曰：“天宝七

载，转河南尹，兼水陆运使，事弥殷而政弥简，保清静

而人自化。 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

明县子。 十一载，出为冯翊太守。” ［２９］ 由此可知韦

济任河南尹的时间为天宝七载至九载之间（７４８—
７５０），故此诗必作于这三年之内。 从诗中“青囊仍

隐逸，章甫尚西东” “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 牢

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以及题注可知，至少在天宝

七载以前杜甫还未在长安定居，而是在偃师、洛阳附

近隐居或漫游，这也是天宝五载杜甫已定居长安的

又一确切反证，故浦起龙注曰：“公自天宝六载应诏

退下，意二年之中，在都失意，常纵浪近畿。” ［３０］ 陈

铁民先生撰文指出：
　 　 天宝六载杜甫在长安应试失利后，感到失

望和愤慨，不久就回到陆浑庄隐居（故韦济有

“青囊仍隐逸”之问）。 天宝七载韦济迁任河南

尹之后，曾多次到陆浑庄访问杜甫。 后来，杜甫

离开陆浑庄，到“近畿”之地（应在洛阳附近）漫

游，韦济又托人捎话，问候杜甫，于是他便写了

这首诗寄给韦济。［３１］

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后来虽离开陆浑庄，但
仍在洛阳一带活动，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寻找

出仕的门路［３１］ 。 然而，浦氏与陈先生得出这样的

判断，是因为先有了杜甫天宝六载在长安参加“野
无遗贤”考试之成见，故其论尚有未确之处。 如前

所述，杜甫其实并未参加过天宝六载的考试，因此结

合诗中“章甫尚西东”“江湖漂短褐”之语，可将浦氏

和陈先生之论修正为：天宝五载至七载间杜甫主要

居住在洛阳和偃师，间或前往长安干谒，尚未定居长

安。 其实此前学界对此早有一定的认识，如陈贻焮

先生曾据《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推测，杜甫下第

后不止一次地往返长安、洛阳之间［３２］ 。 从杜诗中

的表现看，杜甫天宝七载前尚未定居长安，而是以洛

阳为中心，频繁入长安干谒求仕，往来于长安和洛阳

之间。 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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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中“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这样的诗句，便
能够正确理解其涵义了。

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作年，黄鹤因

诗中“五圣联龙衮”之句，遂以为诗中所记是天宝八

载闰六月之事。 《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载：“（天宝

八载闰六月）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

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 高祖、太宗、高宗、中宗、
睿宗五帝，皆加‘大圣皇帝’之字。” ［１２］２２３ 然傅璇

琮、陶敏指出，“五圣”在“唐文中习见，非必指所加

尊号” ［３３］ 。 曾祥波也指出，所谓“五圣联龙衮”是因

吴道子画而写实，不必待五帝齐封后才可称 “五

圣” ［３４］ 。 张诺丕也持同样看法，并通过考证后指

出，此诗更有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初冬［３５］ 。 因

此《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作于天宝八载之说

目前已被学界推翻，而其作于开元年间则可以基本

确定。
《天狗赋》之作年，黄鹤编于天宝六载，其曰：

“天宝六载丁亥， 是年先生应诏退下， 作 《天狗

赋》。” ［２］杜集旧注及《杜甫全集校注》承继了此种

说法。 近来笔者据《册府元龟》天宝十载二月“宁远

国献天狗”的记载，发现《天狗赋》应作于天宝十载，
而非六载［３６］ 。

通过对以上诗文的考辨可以发现，系于天宝六

载的杜甫诗文，其编年大都存在问题，并不可靠，而
天宝七载杜甫竟无诗歌留存，这种现象颇令人怀疑

杜甫天宝六七载是否已在长安生活。 目前可以确定

杜甫最早作于长安的诗歌，乃是天宝八载所作《故
武卫将军挽词三首》。 对诗中“武卫将军”之所指，
旧注以为是薛讷或裴旻，曹慕樊先生认为是王忠

嗣［３７］ ，近来冯乾再次对王忠嗣说进行补证，指出此

诗应作于天宝八载［３８］ 。 王忠嗣卒于天宝八载初，
其先世为太原祁人，而据元载撰《王忠嗣碑》，知其

葬于华阴。 《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其三云：“哀挽

青门去， 新阡绛水遥。 路人纷雨泣， 天意飒风

飙。” ［１］１２１从诗意看，杜甫很可能在长安目睹了王

忠嗣灵柩从长安东南门出发归葬华阴之情景，因此

天宝八载作这三首时杜甫应正在长安。 据组诗其一

所云“严警当寒夜，前军落大星” ［１］１１８可知，此次送

葬在八载初春暖之前，由此可以推断杜甫在天宝七

载年底已到长安。 此外，史载高仙芝天宝八载入朝，
《高都护骢马行》云“飘飘远自流沙至” ［１］１０８，恰好

可与史籍对应，故诸本均将此诗编于天宝八载。 诗

云：“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 青丝络头

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 ［１］１０９则天宝八载杜甫

已在长安无疑。

四、破除“困居长安十年”说之后
对杜甫思想性格的再反思

　 　 此前学界一直认为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

家庭，为求仕进在长安困居十年。 但这种认识过于

强调杜甫对仕途之执着，容易令人对杜甫的思想性

格出现错误的判断。 今若明确杜甫并未因求仕困守

长安十年，而是仅有六年，则需要对以往固有的认识

进行反思。
杜甫思想性格中确实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除

此之外，亦有达观知命、顺其自然的一面，二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 例如《壮游》中写道：“脱身无所

爱，痛饮信行藏。”杜诗旧注均引《官定后戏赠》，以
“授河西尉不拜”之事来注“脱身”句。 然此注颇有

可商榷之处，从全诗脉络看，“脱身”二句紧接“曳裾

置醴地，奏赋入明光。 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四
句，此四句描述的是献《三大礼赋》得蒙玄宗召见之

事，则“脱身”二句应是杜甫对自己虽献赋受赏却并

未授官的感慨。 旧注将此二句与《官定后戏赠》联

系在一起，使得语意跳跃，实非杜诗本意。 杜甫天宝

十载初献《三大礼赋》，至天宝十四载冬方授官，中
间间隔有四年多时间，故不宜将献赋受赏与授官进

行直接联系。 况且“脱身”二句之后的“黑貂宁免

敝，斑鬓兀称觞”亦表明，杜甫此时尚未授官。 “朱
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是说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陷

害高官之事，此事显然亦发生在天宝十四载授官之

前。 若将“脱身”二句理解成“授河西尉不拜”，便会

造成语意混乱。 亦有学者注意到旧注存在的问题，
反对将“脱身”与仕宦相联系。 如何焯曰：“‘脱身无

所爱’二句，文酒跌宕，冉冉将老，然终不邀时求合，
盖生平所志，诚不在荣华也。” ［３９］ 其“诚不在荣华”
之解才真正切中了诗旨。 韩成武《杜甫诗全译》云：
“未被录取也并不感到怎样的惋惜，只管痛饮终日，
一任出处行藏。” ［４０］其译文亦深中诗旨，实为正解。

“脱身无所爱”之“脱身”，实际上指天宝十载秋

杜甫离开集贤院之事。 “无所爱”表明了杜甫对失

去此次入仕机会之洒脱态度，这与《奉留赠集贤院

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中的“青冥犹契阔，凌厉不飞

翻。 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 故山多药物，胜概忆

桃源。 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其实是一个意思。
这展现出杜甫思想性格中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放达

超脱、乐天知命，得知此事不成之后，不再为此纠结，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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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活。
另外，《进三大礼赋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

俗，行四十载矣……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俊于外；
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 臣之愚顽，静无所

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

渔樵之乐自遣而已。” ［１］２５４９－２５５０ 《进封西岳赋表》
云：“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

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
隶有司，参列选序。 然臣之本分，甘弃置永休，望不

及此。 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

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
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１］２６１４－２６１５

虽然不排除“以此知分” “甘弃置永休”有场面话的

成分，但其实这也正是杜甫一贯思想的体现，依杜甫

的忠君思想和忠厚性格，他断不至于在给皇帝的进

表中反复说假话。
杜甫在众多投赠诗中固然表现出对仕进的渴

望，但在遭遇失败后却也总能释然。 如献《三大礼

赋》不遇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白鸥没浩

荡，万里谁能驯”，《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

学士》云“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均表示了归隐

之愿。 又如天宝四载秋所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

隐居》云：“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
悠悠沧海情。” ［１］５８天宝十三载六月所作《渼陂西南

台》云：“世复轻骅骝，吾甘杂鼃黾。 知归俗所忌，取
适事莫并。 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 况资菱芡足，
庶结茅茨迥。 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 ［１］２２８大

历元年（７６６ 年）所作《客堂》云：“居然绾章绂，受性

本幽独。” ［１］１５３３这些诗文表现出杜甫达观任运的生

活态度，体现出其性格中超脱淡泊的一面，是其道家

思想的反映。
杜甫晚年所作《夔府书怀四十韵》云：“昔罢河

西尉， 初 兴 蓟 北 师。 不 才 名 位 晚， 敢 恨 省 郎

迟。” ［１］１７１５《将晓二首》其二云：“壮惜身名晚，衰惭

应接多。” ［１］１４９６－１４９７ 从中可见杜甫对自己 “身名

晚”“名位晚”之命运已有自知之明，若将这些诗与

《进三大礼赋表》 《进封西岳赋表》 《壮游》对读，亦
可理解“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甘弃置永休，望
不及此”正是杜甫一贯的人生态度。 以往学界认定

杜甫在长安困居长达十年之久，这一认识无形中过

于强调杜甫执着仕进的一面，从而忽略了其超脱淡

泊的一面，对全面认识杜甫的思想性格会造成一定

干扰。 今破除“困居长安十年”说，有助于更加全面

地认识杜甫的思想性格。

此外，倘若杜甫天宝七八载之交方入长安，则其

由天宝八载至十四载共在长安定居六年时间，而如

果除去漫游齐赵的一年多，从天宝元年至天宝七载

在洛阳定居约有六年，可见杜甫在东西两京定居的

时间大致相当。 若明乎此，我们便可以明白杜甫晚

年诗歌中思念家乡时经常是两京并提的原因了。 如

《云山》云：“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 神交作赋

客，力尽望乡台。” ［１］９０６《悲秋》云：“始欲投三峡，何
由见两京？” ［１］１１２７《立春》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
忆两京全盛时。” ［１］１９３３《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

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云：“两京犹薄产，四海绝随

肩。” ［１］２０５９《柳司马至》云：“有客归三峡，相过问两

京。” ［１］２２０８杜甫晚年在漂泊途中心心念念着两京，
正说明洛阳和长安在其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 杜甫在长安与洛阳都曾长期居住，又频繁往返

于两京之间，故而晚年才会同时思念两京，而非单独

怀念长安或洛阳。 倘若其长期生活在长安，则断不

会如此。
总之，从《壮游》诗中叙述的前后脉络来看，“快

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应距其天宝十载献《三大礼

赋》不远。 而杜诗旧注将开元二十四年“忤下考功

第”作为“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遂得出天宝五

载入长安的结论，这与天宝十载献赋距离稍远，可见

其推算起点选得并不精准。 近来有学者主张将“快
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前移至开元十八年或开元二

十年，其论亦不能成立，但其对“快意八九年”推算

起点的质疑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旧注的推算逻辑及

其存在的问题。 此外，最新研究表明，杜甫并未参加

过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考试，因此也并不存在杜

甫天宝六载应诏退下后定居长安之事。 在推翻旧注

关于杜甫天宝五载入长安的推算逻辑之后，便可发

现目前系于天宝五载及天宝六载的杜甫诗文其系年

依据均不能成立，经考证后可知这些诗文的作年大

部分应后移至天宝后期。 而据《奉寄河南韦尹丈

人》“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可知，至少在天宝七

载以前杜甫还未在长安定居，而是在偃师、洛阳附近

隐居或漫游。 又通过《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可知，
杜甫于天宝八载初已在长安之青门目睹王忠嗣的出

殡场景，则其于天宝七八载之交方入长安。 因此可

见《壮游》诗中“快意八九年”的推算起点应为开元

二十九年前后，杜甫未得官之前困居于长安的时间

应为天宝八载至十四载，前后共计六年。 故而学界

相沿已久的“困居长安十年”之说其实并不能成立，
中国文学史和诸种杜甫传记中的此类说法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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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而相关杜甫诗文的编年亦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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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吴钢．全唐文补遗：第 ２ 辑［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６．
［３０］浦起龙．读杜心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６８６．
［３１］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 Ｊ］ ．文学遗

产，１９９２（４）：５１－５４．
［３２］陈贻焮．杜甫评传［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９．
［３３］傅璇琮，陶敏．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Ｍ］．沈阳：辽

海出版社，２０１２：５３２．
［３４］曾祥波．杜诗考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４４－２４５．
［３５］张诺丕．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Ｊ］ ．杜甫研究

学刊，２０２３（１）：２７－４２．
［３６］孙微．杜甫《天狗赋》作年新考［Ｊ］．杜甫研究学刊，２０２２（３）：１－７．
［３７］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９：１４８．
［３８］冯乾．杜诗“故武卫将军”考论［Ｍ］ ／ ／ 程章灿．古典文献研究：第

二十六辑上．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２３：１６０．
［３９］何焯．义门读书记［Ｍ］．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１０６７．
［４０］韩成武．杜甫诗全译［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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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ｉｎ ｄｅｆ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４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ｕ Ｆｕ’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ｏｒ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ａｔｅｄ ｆｏｒｔｈ ｔｏ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ｕ Ｆｕ ｒｅｓｉｄｅｄ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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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ｇｈｔ ｏｒ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ｏｒ ２０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ｈｏｌ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ｕ
Ｆ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Ｙｅａｒ Ｅｘａｍ ｏｆ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ｎａｍｅｄ “ｎｏ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ｐｏ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ｕ Ｆｕ ｒｅｓｉ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Ｎｏｗ， ｕｐｏｎ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ｓ ｆｉｆｔｈ ａｎｄ ｓｉｘｔｈ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ｂｏｔ ｏｆ Ｗｅｉ Ｙｉｎ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Ｄｕ Ｆｕ ｈａｄ ｎｏｔ ｙｅｔ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ｒ ｗａｎｄｅｒｅｄ
ｎｅａｒ Ｙａｎｓｈｉ ａｎｄ Ｌｕｏｙａｎｇ． Ｈｉ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ｌ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ｏｒ ｎｉｎｅ ｙｅａ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９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ｒａｎ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ｆｏｒ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Ｄｕ Ｆｕ’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ｏｋ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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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困居长安初始时间新考


